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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域外考察的中国记者拒证权建构 ①

刘　璐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记者拒证权主要是指新闻记者在司法活动中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均
对记者拒证权进行了相关立法。记者拒证权实质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一种博弈，我国可以通过相关立法将其构

建成为两者之间的平衡杠杆，进而通过规范权限的大小达到二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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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证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往往是指为了维护某
些特殊行业的职业道德，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伦

理关系，而允许一些特定身份或职业的人，有限度地拒绝

向法庭陈述自己知晓的与案情有关的信息，以及拒绝向司

法机关提供相关证物的权利。而记者拒证权（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按美国“出版自由与记者协会”定义，是指在司
法活动中，新闻记者拒绝作证提供消息来源的权利。也就

是说，记者拒证权是指在司法案件中，司法机关强制记者

作证或透露信息来源及相关内容时，新闻记者在司法活动

中可以享有的拒绝出庭作证、拒绝提供消息来源和可导致

消息来源暴露的信息、材料，免于侦查机关搜查与扣押等

权利［１］。这些权利均是基于记者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为维

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共利益的原因而享有的拒证权的一种。

目前学界对域外记者拒证权的法律条文以及具体案例的

研究较多，但从域外的角度考察中国记者拒证权建构的可

能性研究较少。在本文，笔者拟基于域外记者拒证权的考

察，进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对中国记者拒证权的法理建

构之可能展开探讨。

一　记者拒证权的域外考察
在世界各国的法律条文及其相关案例中，不少国家明

确规定了某些特殊行业因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享有拒绝

作证的权利。记者出于职业道德和工作上的需要提出要

有拒证权来对信息来源进行保护，而且作为职业惯例，不

少域外新闻团体的道德守则都认为保护秘密消息来源是

记者的义务。而关于新闻记者保密原则的道德律约束条

例，在联合国新闻自由小组委员会所颁布的《国际新闻道

德信条》和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所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

宣言》中得到了法理上的支持，《信条》第三条规定：“关于

消息来源，应慎重处理。对暗中透露的事件，应当保守职

业秘密；这项特权经常可在法律范围内作最大限度的应

用。”而《原则》第六条规定：“对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将保

守职业秘密。”虽然两条规定并非明确的法律条文，但不可

否认，这些规定为域外记者拒证权的法理建构提供了合法

性依据。

在国际上，记者拒证权也是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

例。在美国，早在１８９６年，马里兰州出台的《保护新闻来源
秘密法》中就以专门法的形式规定了记者享有拒证权。美

国记者协会在１９３４年制定的《记者道德律》和第一决议第
５条也规定：新闻记者应保守秘密，不许在法庭上或在其他
司法机关与调查机关之前，说出秘密消息的来源。虽然记

者行业的职业道德认可并不可能取代国家的法律和实践，

但是对国家的相关立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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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９６年就对记者拒证权进行了相关立法。在 Ｂｒａｎｚｂｕｒｇ
案判决时，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否定了记者享有拒证权，但

却有几位大法官认为新闻记者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应当无

条件或有条件的享有拒证权。在判决书中，大法官认为，

在不抵触宪法的原则下，如果国会或州议会有对记者拒证

权的相关条款的规定，联邦法院应当尊重国会或州议会立

法机关的相关立法。因此，在 Ｂｒａｎｚｂｕｒｇ案的带动下，美国
有９个州在判决出来后６年内完成了与记者拒证权的相关
立法。到目前为止，几乎美国的所有州，包括华盛顿特区，

都或多或少地承认记者享有拒证权。

在英国，保护秘密消息来源是英国新闻业界的基本原

则。在１９８１年通过的《藐视法庭罪》中第１０条明确规定：
“除非法院相信，进行某项披露是为了正义、国家安全，或

者是为了预防骚乱或犯罪所必需的，否则法院不可要求其

他人披露其所负责的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信息来源，任何拒

绝此类披露的人也不会因其拒绝行为而犯藐视法庭罪。”

很明显，这条规定旨在对秘密消息来源进行保护。但也对

记者拒证权进行了约束，即在涉及国家安全和骚乱犯罪

中，记者拒证权不能使用。而且，在英国的实际案例中，法

院坚持在上述情况下，有权要求记者透露他们的信息来

源，甚至动用警察强行搜查取证。由此可见，在英国，不仅

记者不能保守消息来源的秘密，其他任何职业的人士，包

括医师、律师、教士，原则上也不能在法庭上拒绝答复法官

认为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拒绝答复，都可能会被判处蔑

视法庭而被处罚金、监禁或两者并行［２］３４。

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在《民事诉讼法》中也对包括新

闻在内的职业、职务而产生的证人拒证权的保护进行了相

关立法，并对因血缘和亲属关系产生的拒证权的保护更为

严格。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３８３条第１款第５项规
定：“符合下列情形的，有权拒绝作证：由于职业上的原因，

现在从事或过去曾经从事过定期刊物的编辑、出版或发行

工作，或广播工作的人，关于文稿和资料的著作人、投稿人

或提供资料的个人情况，以及关于这些人的活动的内情。”

此外，在德国，记者拒证权的适用体现了“肯定”与“限制”

相对平衡特点，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５３条第１款规
定：“因职业原因参与或曾参与定期刊物或者无线电广播

的准备、制作或者发行的人员，对于刊物或无线电广播与

资料的作者、投稿人或者提供消息人的个人情况以及这些

人员的工作内情，以这些情况涉及到编辑部分的文稿、资

料和报道为限。”在其中第２款第２项在具体犯罪类型中对
记者拒证权进行了限制，如“危害和平、危害民主国家或叛

国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犯罪行为，撤销其拒证权。”与此

同时，为保护秘密消息来源不至于暴露，其第２款第３项又
进行了平衡规定：“如果证人的陈述会导致揭露稿件或文

件的作者或者投稿人，或其他消息来源的人，或关于依第１
条第１款第 ５项所做的通知或其内容者，仍可以拒绝证
言。”因此，在德国，记者拒证权虽然有其相对性，但有一点

却是绝对认同的，即秘密消息来源的保密是绝对受保护的。

同样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瑞典也非常重视对消息来源

的保护，在瑞典《出版自由法》第３章和《表达自由法》第２
章分别确认了作者、原创者以及信息提供者的匿名权，并

禁止对出版物或广播电视节目的消息来源进行调查或泄

漏消息来源者的身份及其他情况。如《出版自由法》第３

章第３条规定：“与印刷品的编辑出版有关的人、与印刷品
作者所使用的素材有关的人、编辑出版部门的雇员以及专

事向报刊提供新闻或其他消息的机构的雇员，不得泄漏其

在工作中所获悉的作者、本法第１章第１条第３款规定的
消息提供者（消息来源）以及非期刊类出版物出版人的身

份。”《表达自由法》第２章第３条规定：“与无线电节目、电
影以及录音的内容或者用以构成内容的素材有关的人、新

闻机构的人员不得泄漏工作中获悉的节目、影片的创作

者、发起人、参与者以及本法第１章第２条规定的信息提供
者（消息来源）的身份。”与德国一样，瑞典也对记者拒证权

进行了相对的限制。如在不涉及出版的刑事案件中，以及

消息来源涉及公共利益时，对匿名的保护可以取消。特别

是当消息的收集和泄漏构成或涉及严重的叛国、间谍或其

他严重犯罪时，法律规定记者不享有拒证权。

从各国对拒证权的法理阐释来看，记者拒证权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记者有权拒绝透露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及其

相关信息、有权拒绝提供可能曝光信息提供者的信息内

容、有权拒绝司法部门对其提供新闻源的相关质询、有权

拒绝司法部门对其因职务原因所获得的相关资料和物品

的调查。以美国记者拒证权为例，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其保护对象是秘密的消息来源。如加利福尼亚州

证据法第１０７０条规定：发行人、编辑、记者或者其他与报
纸、杂志或期刊、新闻协会或电传服务有关或因受雇所取

得消息来源、或拒绝揭露任何为公开于众而收集、收受或

处理但尚未发行的消息，司法、立法、行政机关或其他任何

有权核发传票的机关都不得视其为藐视法庭。其次，记者

拒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非信息本身。如马

里兰州法律规定：法律要求有关新闻记者特权的规定不保

护免于披露具体通信内容的特权；如果一个新闻记者通过

其自身的调查努力，亲自在特殊的场合听到他人对犯罪分

子的犯罪行为的评述，该特权不适用［３］１８７。

而从法理建构的合理性来看，域外记者拒证权的法理

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新闻自由的立法依据以及新闻工作

的具体实践。从新闻自由的角度而言，记者拒证权有其建

构的合理性。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

各国的立法中都强调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言

论自由就包括了表达的自由，而公民选择公开或不公开信

息以及自己的身份，无疑是表达自由的一种体现。对新闻

工作者来说，很多新闻信息可能涉及一些私人隐私，因此，

信息提供者必然会考虑新闻提供之后自身的人身安全或

身份隐密问题。此外，要保障新闻自由，新闻记者与信息

提供者之间的信赖关系是基础，而这种信赖关系，是以新

闻记者对信息提供者的保密承诺为基本前提，因为信息源

只有与新闻从业者之间保持良性的信任关系，信息提供者

才会选择向新闻媒介披露真相。而从新闻工作的具体实

践而言，新闻事业或者整个社会需要信息提供者提供一些

隐秘的消息来对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进行监督和揭露。

如果新闻工作者不能保守信息来源的渠道，信息提供人士

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新闻工作者就不会再次获得信息

提供者的信任，也就不会再有真实的信息源，从而影响新

闻信息的持续获得，同时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对一

些社会不良现象进行监督和打击。这正如克里斯蒂安所

言，“恪守诺言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新闻报道真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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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４］８４因此，对新闻从业者而言，隐匿信息来源以及信

息提供者的相关信息，一方面既体现了信息交流上的尊

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新闻线人的保护。

二　中国记者拒证权的建构
从域外记者拒证权的建构来看，不同的国家对其有着

不同的规定。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记者拒证权建构存在

着自身的内在悖论。记者拒证权建构就如同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可以保证信息源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良性关

系，但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为一些违背诚信的新闻从业者

提供某些隐匿的话语空间，而借此而生的各种虚假新闻的

报道也会使新闻媒体失去公信力。这也正如有学者所言：

“不署名的消息源被称作民主的安全网，也是良心的庇护

所，但同时，它也是那些懒惰、马虎的记者的拐杖。”［４］７７因

此，记者拒证权建构的首要前提就是新闻的真实性。真实

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素质，然而事实上

我们的新闻从业者是否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需要我们

认真反思。只有从制度和道德层面保持真正的新闻真实

性，才能让记者拒证权的建构具有真正的合法性，才不会

成为虚假新闻的通行证，才能真正规避记者拒证权这把双

刃剑的负面作用。

虽然记者拒证权的建构有着合理的法理依据，但由于

记者拒证权所存在的负面作用，在很多国家，对记者拒证

权的立法和阐释也是相当模糊。就中国而言，我国虽然早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矣”的拒证主张。但现行与记者拒证权相关的法律更多

是强调公民包括记者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拒绝作证

的权利，因此，这一现状也急需引起国家立法者的重视。

当然，在中国的现行法律中，也并非没有涉及拒证权

的相关立法，如２００８年通过的《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
在职业活动中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而且，在中国的法律

中，公民有着出庭作证的义务。如《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３条
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

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第１５６条
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语言

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民事诉讼

法》第７２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
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在我们的相关法律中，证人（包括记者）有出庭作证的义

务，而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证人拒绝作证，或者在作证

时提供虚假的证词，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就记者这一特殊的行业来说，目前我国没有记者拒证

权的相关立法，但在我国新闻界的一些非法律条文中有着

对消息提供者保护的相关规定，如《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

者职业道德准则》第８条规定“除需要对提供信息者保密
外，报道中应指明消息来源。”但这些规定一方面并非明文

法规，另一方面这些规定也只是一些松散的模糊规定，可

以说，为记者拒证权立法在我国还有着相当长远的路要走。

我国法律制度一直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的精神，追求客观真实，保证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制度

的原则，法庭只有基于和听取与案件相关的所有证据，才

可以做出对案件最公正合理的判决。而新闻记者是一个

特殊的群体，其工作有着特殊性，其职业道德和职业实践

都要求其为消息提供者保密。如果记者所掌握的情况足

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若仍允许其拒绝作证，则可能造

成证据的缺失，妨碍真实发现，最终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

影响司法公正。笔者认为，发现真实并非是法律的唯一目

的。国家社会的健全基于许多因素，诉讼结果的公正固然

重要，但是仍然有其他重要价值是维系国家社会的重要支

柱。就追求社会的最高利益而言，有时候宁可选择牺牲真

实发现，而巩固其他更加重要的价值。如为了维持一定的

伦理关系、为了维护新闻资讯的畅通，牺牲诉讼的真实发

现，有时反而对于整个社会更为有利。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闻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闻事业或者整个社

会需要信息提供者提供一些隐秘的消息来对一些不良的

社会现象进行监督和揭露。如果新闻工作者不能信守对

信息提供者的承诺，甚至使其安全受到威胁，那么新闻工

作者就不会再有真实的信息源，不利于对一些社会不良现

象进行监督，影响社会稳定。

而且，在笔者看来，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并非绝对对

立，客观真实是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的共同要求，我国完

全可以通过相关立法将记者拒证权构建成为两者之间的

平衡杠杆，进而通过规范权限的大小达到二者的平衡。首

先，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与实践，对记者拒证权进行确认，

并通过立法规定记者拒证权的例外情况，如涉及国家利

益，社会利益等重大利益和严重犯罪的，记者不得行使拒

证权；其次，赋予法庭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具体来说，记者

拒证权作为特殊职业享有的权力，应当先由法庭进行确

认，法庭在具体衡量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确认与否的裁

决。如新闻记者所掌握的信息来源确实是案件审判中不

可获缺甚至足以改变判决结果的证据时，应强迫记者陈

述，以避免误判。此外，还可以通过加强新闻职业规范来

削减记者拒证权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记者必须先明确

自身的角色定位，记者是事件的记录者和披露者，而非法

官，因此在报道过程中要坚持平衡报道的原则，充分聆听

和报道正反两方面不同观点，尽可能的还原事件的真相。

记者还应加强对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审查，尽量避免以孤立

的消息来源作为新闻报道的依据，建立和完善消息来源的

审查规则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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